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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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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讼”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一种观念和看法，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法律价值

取向，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没有纷争的大同世界。它与西方现代法治

精神虽泾渭分明，但也一样是特定自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治

建设———负面的和正面的，鉴此，寻求二者契合，正视其积极、消极影响，方能理性进行现代法治

建设。

关键词：无讼；价值取向；法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

一、“无讼”理想及其成因探析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对“凡万民之不服教而

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的注曰：“争罪曰狱，争

财曰讼”。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

乎。”［&］意为他虽像别人一样听理诉讼，但他的目的

是要让诉讼不发生，即让人们“没有官司”或“不打官

司”。在这里，“讼”不仅仅是争财之意，而是泛指各

种纷争；让人们“没有官司”或“不打官司”就是让人

们和睦相处，没有纷争。至少后人在判决中引用孔

子这段语录当作指导原则的时候是在这个意义上使

用的。因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所以，现在通

常认为“无讼”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施政理想是

一致的，其目标是追求一个没有纷争，所有的人都能

和睦相处、情同手足的大同世界。"随着儒家思想被

统治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无

讼”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法律价值取向并被不

断付诸于实践。

从历史上来看，“无讼”是特定自然、社会历史条

件下的必然选择。第一，在气候温和的平原地带形

成的自然农业经济中，人们不是相互分离的原子化

的个体，而是建立了一种含有情感因素的稳定的社

会关系。这样它们在遇到纠纷时就会因为感情预期

和传统的道德习惯而不去打官司，“法官”也才有可

能通过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来平息诉讼。第二，

早在国家形成时代的宗法农业生产方式所提倡的以

血缘的纽带的聚居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定，情

感更为浓厚，社会成员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不

应以身外之财产和其他利益伤及骨肉之情，邻人之

睦。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无讼”这一价值取向。第

三，正是在这一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人们形成了

对自然的依赖和对和谐的内在要求。官方和士人阶

层提出了仁慈、爱民的治国之道和“道法自然”、人际

和谐协调的思想主张。普通社会成员也只能从总体

上认可并接受这一主流社会意识。正是社会所推行

的主流意识与社会成员及其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相

互之间不断影响，形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心理、

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第四，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

者还建立起与自然、社会条件相适应的、以人身依附

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一套礼治机制。这是“无

讼”追求所达至的秩序的现实支撑力量。可见，“无

讼”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绝非偶然，它

既是传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农业经济与现实政治的需

求相契合的结果，也是普通社会成员的理性选择，更

依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及礼治机制等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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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讼”与现代法治的契合

文明意味着秩序，秩序意味着和谐。追求和谐

与秩序是人类的共通的性格。为了保护正常的社会

生活秩序与和谐，统治者都是一方面采取措施来消

除无序状态或预防其发生，另一方面尽可能使多数

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包括法律和道德等）。

! "共同的追求
“无讼”的前提是不争，所以它不仅是一种诉讼

观念，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和谐的大同世

界的向往与追求。中国自西周以来，思想家们特别

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他们认

为，争，以及因争而起的冲突，是绝对不好的事情。

有了冲突，“法官”不是说服双方遵守法律，而是要抑

制人们的私欲以达到“不争”的目的。即使重法的法

家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去私”，使民不争，即“以杀

去杀”，“以刑去刑”。所以，“‘无讼’不过是和谐的社

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或者说，‘无讼’是和谐

在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其意蕴和旨趣是一致

的。”［#］

!当然，不可否认，“无讼”理想所追求的秩序与现代法治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主要通过教化来压制人们“争”的欲望，使人们安于等

级秩序和名分的安排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因而是一种消极秩序；后来主要是通过对自己平等精神的弘扬，使人们依照法律的规定，积极地追

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作为具有平等主体的他人的权利，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秩序。

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前提，因为“秩序意味着在社

会中存在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

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意味着人

们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利益有着较为

确定的预期。”［$］而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保证社

会的和谐与秩序，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法律，都是人

类社会生活关系的秩序化或规范化，西方社会和现

代社会的法律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即使人类的法

律的具体内容是千差万别的，但在追求秩序与和谐

这一点上，不同文明的法律有着相同或近似的功能，

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一状态的手段有所区别。但因

为“任何社会的秩序都是该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本

质的展开，是社会生产方式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

而表现出来的形式”［$］，所以，我们并不否认，在不同

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表现必然会具有某种独特的

性质。

# "相同的目标
无论是“无讼”，还是现代西方法治秩序，它的实

现首先需要多数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事实上它们也

都是希望社会成员能从内心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包

括道德和法律等）。自觉地接受法律或伦理道德的

要求是社会保持秩序稳定的更高形式，它将使社会

的秩序和稳定状态变得更加有效和持久。“无讼”作

为和谐协调的社会理想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它

的前提和基础是人们能够从内心接受中国传统社会

的既定秩序，认为封建的纲常礼教和等级制度是合

理的。这样在遇到小的纷争的时候，就会互谅互让

而不通过法律和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纠纷。为此，统

治者往往经常采用道德教化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

情感等感化手段来达到息讼的目的。而现代法治在

价值意义的层面上，更是一种信仰，是人们内心深处

对法治所体现的理性的追求。其主要包括两种含义

即对法作为社会秩序调整器的调整作用的信赖；对

法的精神，即自由、正义、秩序等的认同，并将之作为

与内心情感相交融的一种向往与追求。所以，一个

国家要步入法制化状态，除了要有一套完备法律体

系，还必须使社会成员对法律蕴含的社会伦理价值

具有自觉而坚定的信仰。

三、“无讼”实践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背离

虽然古代思想家和统治者们追求“无讼”，然而，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

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中国传统社会和崇尚

法治的西方社会在面临这一共同的问题时，是用与

其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方式来解决，

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实践模式。

! "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
中国古代人认为协调和谐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

人们的宽容大度、谦和忍让的自觉精神来维持，强调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而达到“无

讼”。为此，统治者一方面将好讼者作为好争、好利

的小人和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加以鄙视和打击。

邓析，这位中国最早的“律师”，就是被视为卑鄙可恶

的小人而遭杀害。另一方面他们还从利益角度劝导

人们不去诉讼，认为“讼，终凶”［’］，打官司“使了盘

缠，废了本业⋯⋯”［(］此外，当有纷争诉至官府时，

“法官”也会首先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平息诉讼。比

如，清代知县陆陇其对一兄弟争财之讼，“不言财产

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相呼”，“此唤弟

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

讼”［)］。

而在西方社会，人们一直认为人类自身具有无

法克服的缺陷，而法律、制度是克服恣意和任性的最

有效的方式，即“常人既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

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

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的神祗和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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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因此，人类只能依靠相对独立于人之外的

法律等制度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而法律作为一种

秩序，“有一批专门的工作人员时刻准备以（肉体或

心理上的）胁迫使之就范，如果违反此秩序，将遭报

复。这种强制的可能性从外部保证了秩序得以维

持。”［""］

$ %调解与诉讼
中国古代人们除了通过道德教化来达到“无讼”

的理想目的之外，还对实际发生的纠纷或争讼，采取

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人们认为，调解处理的方式

对和谐社会关系的伤害相对于打官司要小得多。所

以，在古代中国，调处成了实现“无讼”的重要手段。

对诉至官府的田土户婚等“细故”和轻微的刑事案

件，“官府”若息讼不成，便会先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处

理，调解时他们一般并不以法律的规定为标准，还是

强调以人际的和谐协调为原则，比如说《名公书判清

明集》中的“傅良绍与沈百二争地界”一案的调处结

论认为“然年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乎和睦，

若沈百二仍欲借赁，在傅良亦当以睦邻为念。却仰

明立文约，小心情告，取无词状申。”［"$］除了官府调

解之外，中国古代还有民间调处，即民间争讼在向官

府申告之前先找亲邻、族长等调处解决。

与中国人不一样，在西方人们认为通过诉讼方

式解决纠纷是获得正义的根本方法。法律首先是为

了保护人们的权利而设置，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公

民的光荣使命；人与人之间是非分明、利益清晰是法

律的基本目的，通过法律途径“让人们得到他应该得

到的东西”才是正义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则

意味着人们对自己权利的珍视、对法律的信任，意味

着人们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人

们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和保护自己权利的愿

望，体现了人们对法律所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认同。

& %情理原则与法条主义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为了达到“无讼”理

想，采取了道德教化和调处息讼等多种手段，但这也

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纠纷，特别是一些刑事案件，往往

还是要通过最后的审判来解决。此时，中国古代司

法官（包括皇帝）还是以“无讼”作为其价值取向，以

民众的情感和道德教化为最终目标，强调“执法原

情”，甚至“舍法用情”。他们认为司法判决不仅是按

照法律条文去适用法律，更应该是基于情理原则去

解决纠纷，“情理是法律的精神。铺陈情理就是挖掘

法律的精神，以情理来理解法律，一般被肯认为是对

法律精神的一种深刻理解⋯⋯”［"&］清代书画家及大

诗人郑板桥为县令时，有一对年轻的和尚尼姑通奸，

众人执之以报官。依《大清律》，“凡人相奸杖八十或

徒二年，僧道犯奸，加凡人二等。但板桥禁不住动了

恻隐之心，非但不依法重罚，反而成人之美，信笔题

诗，判令二人还俗结为夫妻。”［"’］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正是法律的确定性与稳定

性使其成为现代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文明

而有效的调节方式，因而更强调法律的权威和“规则

之治”［"(］，即法官在进行审判和作出裁判时只关心

法律事实和法律条文，而不是去关心具体案情及法

律事实背后的凄美故事，哪怕这种严格的法条主义

的所得到的裁判结果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当

然如果这种不公正已经是普遍性的不公时，也是可

以通过立法程序来纠正的，但只对以后的案件起作

用。这与中国人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

人情或大众道德正好相反，他们尽可能将千差万别

的案件统一于严格的、稳定的法律，而不会将法律弄

成千差万别、支离破碎的形态去适应具体案件。

四、“无讼”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启迪

对于中国法制之路的走向及形式，学界可谓见

仁见智，不一而足，数十年来，鸿篇巨作甚多。笔者

无力也无意对此再作理论和实践的宏观描述，只从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的“无讼”对现代法治建

设的影响这一视角再作探析。

" %本土资源的价值重估
尽管“无讼”价值取向及其在实践中所形成的

一些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加强现代

法治建设已经是大势所趋，但任何一个新的制度的

真正形成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而以西方文明为

价值支撑的现代法治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文化价值

的支撑，况且，这种法治本身也并不完美。制度至

上、规则至上、法律条文至上的原则使其无法摆脱僵

化、冰冷甚至残酷的面孔，这肯定不是人类自身发展

的最佳状态。

和谐协调的社会秩序和规则的自觉遵守是人类

社会不断发展并走向文明的重要表现，自然也应该

成为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在

“无讼”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调解制度对我国的法治建

设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

纷的方式，在某些时候能够更好地解决熟人社会的

纠纷。在当代中国社会，熟人关系还在一定的范围

内存在，比如说特定的社区成员、同事、朋友之间、婚

姻家庭领域。而诉讼“⋯⋯由于强调权利排他的绝

对归属，所谓的依法解决常常导致当事人者之间发

生不必要的感情对立，不仅不能助长合理解决问题

的态度，还会引起当事者之间的长期不和。”［"*］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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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交易领域也是如此，“因为，在有着长久业务联

系的企业之间，如果发生合同纠纷，并不愿意对簿公

堂，而宁愿‘私了’。从一个案件的角度看，可能他们

有盈有亏。但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它们之间的长

久合作，不撕破脸皮，比一个官司的输赢更重

要。”［!"］

为实现“无讼”理想的道德教化对法治建设也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任何社会的法治秩序都离不开伦

理价值的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利润至上和

等价交换，与此相适应的伦理精神是务实态度和平

等精神［!#］。如果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也能

够加强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这一伦理精神的培育，

那必将是推进现代法治建设的明智之举。

$ %“无讼”对现代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
（!）影响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无讼”本来就隐含着法律或者不好，或者在万

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运用法律解决纠纷是下策；传

统诉讼过程中的调解或违背法律的裁决也很难使人

们形成一贯的、是非明确的法律理念；息讼的手段又

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与法律的距离；贱讼、厌讼的态度

使人们形成对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否定性的价值

判断。

（$）影响人们程序观念的生成
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讼”的追求、息

讼的推行、贱讼、厌讼的态度，一方面导致诉讼的缺

乏和对诉讼程序的轻视；另一方面，在诉讼不可避免

的时候，“法官”会无视程序规则的制约，主观臆断。

事实上，程序法一方面可以保证实体法的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它也体现着正义的理念，即程序正义。正

如道格拉斯所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

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抑制了人们的权利意识
在“无讼”价值观的影响下诉讼审判变成了一种

调解，这种调解“很可能被旨在方便其统治的政治权

力利用来钝化人们追求和实现自己权利的意

愿。”［!(］因为，有时调解会“在公权力的直接支配或

影响的范围内、以得到客观上的正确解决为目标的

倾向，同时又易于把合意与重视忍让调和视为一

体。”［!(］

总之，在中国当代法治建设进程中，加强立法、

增加法律条文是必要的，但有智识的人们也应该冷

静地观照与透析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法和社

会，摈弃对法与法治的孤立和静止的观点，以理性的

态度寻求法治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立足

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之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与现代西方法治精神的契合，把法治的原则与精神

融化为民众内心的信念，使现代中国的法律成为社

会中“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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